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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Chow Chung-cheng’s most well-known works, the autobiography Kleine Sampan demon-
strates the growing experience of a young girl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big family during “May 
Fourth” period. Autobiography writing is the self-narration of personal history, and it is also a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self-identity. In Kleine Sampan, Chow Chung-cheng created a Self 
by sele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autobiographical facts, which pursues freedom and fight bravely. 
The self-identity in Kleine Sampan is multidimensional and the different “selves” in different time and 
space reflect the author’s self-interpretation. Meanwhile, the construction of self-identity in the auto-
biography i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ocio-cultural context that Chow Chung-cheng wrote. Chow’s Au-
tobiography writing can be viewing a way of self-expression in a hybrid cultural context and resisting 
the dual marginaliz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women both in culture and g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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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周仲铮的自传《小舟》是其代表作，作品展现了“五四”时期一位少女在中国大家庭中的成长经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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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不仅是个人历史的自述，更是作者对自我身份的建构和阐释。通过自传事实的选择和解读，周仲铮在

《小舟》中塑造了追求自由、勇于抗争的自我形象。《小舟》中的自我身份是多维度的，不同时空下的

“我”的关系折射出作者对自我的理解。同时，周仲铮作为海外华人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影响了其自传

的身份建构，使她的自传写作成为异质文化语境下自我表达的一种方式，具有反抗海外华人女性在文化

和性别上双重边缘地位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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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德国华裔作家周仲铮(1908~1996) 1957 年用德语创作的自传《小舟》回顾了自己在中国度过的童年

和青年时期，讲述了她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从养尊处优的大家小姐成长为妇女解放斗士的心路历程。

作品在德国一经出版即成为畅销书，当选为 1959 年德国最优青年读物。此后，中、英、法、荷、意等多

语种译本陆续出版，一个中国少女在新旧时代更替时期的成长故事得到海内外读者的广泛关注。目前，

对于《小舟》的研究比较侧重于文本反映的外部因素，比如“五四”时期的思想变迁、近代女性社团的

发展等，却不够重视自传的内部因素，特别是作者在文本中的身份建构与自我形象。身份是自传写作的

起点和自传文本的归属，自传写作是作者对自我身份进行建构、阐释和确认的过程，因而从自我身份建

构的角度来探讨《小舟》这部自传是非常有意义的。 
根据菲利普·勒热讷对自传文本的界定，自传以回顾性视角叙述作者本人的个人生活，尤其是他的

个性的历史([1], P.3)，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表达的愿望是作者写作自传的基本动机。而自传作者自我意

识的核心是身份意识，即作者对自己身份的确定([2], P.23)。自传作者同时具有自然的、社会的、文化的、

法律的、家庭的等多种身份，在写作中作者不会对所有种类的身份都加以强调，所以本文特别关注的是

身份的自我认同，是作者自己最重视的一个或几个身份。作者写作自传前会对自己的生命流程进行定位

和定性，以此为基础选择和安排传才，建构出符合自我身份认知的自我形象，并对自己的身份进行解释，

以证明自我身份的合理性，使读者认可自己的身份。本文通过对《小舟》文本的解读，结合周仲铮的成

长经历和创作背景，从自传事实选择、自传中不同时空下的“我”以及异质文化语境下的自传创作三个

方面分析周仲铮在自传书写中如何对自我的身份进行建构和阐释。 

2. 自传事实与身份建构 

自传事实是构成自传的基础。学者赵白生指出，从历时性方面来看，自传事实具有呈现自我生成的

特点，通过自传事实，读者可以了解传主的自我发展过程；从共时性方面来看，自传事实具有事实经验

化的特征，即作者在自述生平的同时对所述事实进行解读和剖析，将事实经验化([3], P.117)。以上所述自

传事实的两个特征都与作者对自我身份的理解密切相关：自传事实是建构自我形象的基本素材，作者对

自传事实的选择和安排、剖析和解读以其对自我身份的认识和理解为基础。通过对《小舟》内容的梳理，

笔者发现，作者主要选取童年时期的家庭生活和青年时期的抗争经历两个方面的自传事实来建构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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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呈现一个中国大家庭女性成员的成长经历。 

2.1. 童年生活 

童年时期的回忆占据了《小舟》相当多的内容，尽管这一时期在时间上距离写作自传时的作者相当

遥远，作者还是在自传的前五章真切而细致地再现了自己幼年时在上海和天津的生活。童年时代是传主

探索自我的开始，是决定其一生极其关键的因素，对于塑造自我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不论西方还

是中国的现代自传作者都很重视童年时代的经历。 
周仲铮所在的周氏家族是天津的名门望族，中国传统的家族制度和性别制度在家庭生活中得到普遍

的延续。父辈在政治和经济界大有作为，而家族的日常生活主要依靠女性来维系。《小舟》前五章对母

亲的回忆和观察十分细致，却少有父女之间的细节性回忆。父亲是隐入幕后的家庭领导者和决策者，与

孩子教育相关的方向性问题如孩子何时入私塾读书、读哪些书目等由父亲决定，但家庭的日常事务和子

女养育由母亲实际负责，孩子成长的陪伴者和言行举止的实际教导者是母亲，所以作者对于女性家庭角

色的初始认知主要来自于母亲。 
尽管幼年的周仲铮对大家庭里森严的礼教和男尊女卑的性别关系不甚了解，但她仍然注意到母亲在家

庭生活中背负的沉重负担。母亲在家中既要作为慈爱的母亲照顾孩子，又要作为娴淑的妻子服从父亲，作

为儿媳还需侍奉翁姑，谨慎处理大家族中微妙的人际关系。作者的儿时记忆中，在周家作儿媳的母亲总是

抑郁寡欢的，只有当外婆来访或回扬州的娘家时她才会高兴起来。在外婆家，母亲得以暂时摆脱作为大家

庭儿媳妇需要承受的压力和束缚，恢复了女儿的身份，重获自由和快乐。母亲在婆家和娘家的反差使幼年

的周仲铮对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处境有了懵懂的认识，对婚姻的意义产生质疑：“结婚可能是件痛苦的事，

它扼杀了一个少女的生活，使之适应夫家的生活习惯。这或许就是母亲不爱女孩的缘故？”([4], P.18) 
女性在婚姻中承受的痛苦成为作者眼中母亲偏爱男孩的原因，这甚至使她产生放弃女性身份、成为

男性的愿望。就作者当时的年龄和认知能力来说，想成为男性主要是为了获得母亲更多的爱，但这仍从

侧面反映出幼年时期作者因自己的女性身份而感到一种焦虑。通过母亲的处境，作者可以隐约感知到传

统的父权秩序下，女性在社会角色的扮演中处于从属地位，成年女性接受母亲、妻子、儿媳等身份意味

着个人自由的丧失，“我要当男孩”这一愿望实际上暗含着摆脱女性身份带来的压力的愿望。 
女性成年后在婚姻家庭中的境遇使周仲铮在童年时期对自己年龄的增长感到十分担忧。“一个十岁

的姑娘已是三分之二少妇，因为她十五岁就要结婚”([4], P.36)。在幼年的周仲铮心中，“童年自我”和

“成年自我”是分裂开来的，“成年自我”意味着接受妻子、母亲等身份的束缚，相比之下，“童年自

我”则拥有自由和希望。学者陈玉玲指出，童年在女性自传中有极其特殊的意义，因为童年被想象成“真

正拥有自我的一段黄金时光”([5], P.189)，回忆童年成为女性自传中的一种纪念仪式。由此可见，作者幼

年时害怕长大的原因在于其希望拥有自我的童年时代得以延续，这也是她青年时代奋起反抗的心理动机

之一。而成年后的作者在自传中怀着伤势的哀愁追忆童年，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她对女性社会化之前的未

受压抑的“童年自我”的向往与缅怀。 

2.2. 叛逆少女的抗争经历 

叛逃家庭、争取进学校学习和出国留学的机会是作者回忆的核心内容。同二十世纪初多数中国官宦

家庭的女儿一样，周仲铮和姐姐只能在家中的私塾读书，无法像哥哥们一样去新式学校学习。她和姐姐

日常要学习刺绣和手工，读《女儿经》、《烈女传》。这种以打造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为目标的传统教

育使她深感不满。“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周仲铮接触到《新民意报》及其专门探讨女性问题的副

刊《女星》，她从中学习到女性解放、男女平等的新思想，日益认识到传统性别制度的不合理性，遂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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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逃离大家庭的愿望。周仲铮的想法得到天津妇女运动领袖李峙山的支持，在她的帮助下，周仲铮离

开天津的家，来到北京。离家出走期间，天津的女性社团女星社负责调解两代人的矛盾，劝说周仲铮的

父母支持女子教育。经过多方努力，双方达成和解。周仲铮重新回到天津，而她的父母则允许她入读直

隶女子第一师范学校。 
进入女师学习后，周仲铮并未停止抗争。第一女师在教学上偏重家政课程，在生活上对女学生的言

行举止实施严格的监督，固守“男女之大防”的性别界限，而周仲铮对这种固化传统性别观念的教育方

式提出质疑，号召同学进行抵制。对女师的教育模式感到失望的周仲铮开始追求进入高等学府深造的目

标，她成为南开大学向女性开放后首批入学的四名女学生中的一员。在南开大学学习两年后，周仲铮决

定留学欧洲，进一步认识世界。官宦之家的未婚女子出国留学在当时实属罕见，这一决定遭到父母的强

烈反对。周仲铮再次与父母抗争，坚持不懈地与父母周旋，最终她获得父母的许可，于 1924 年赴法留学。 
由此可见，作者试图在《小舟》中呈现一部“五四”运动时期女性青年的抗争史和叛逆史，文化传

统、新兴的社会思潮和社会团体、作者的个人追求都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作用。杨正润认为“身份的自我

认定，是社会的文化机制和主体的自我意识共同作用的结果”([6], P.312)。那么，周仲铮与家庭持续性的

抗争，抵抗学校在塑造女性角色上的偏颇，则是反抗社会文化机制对女性身份的束缚、张扬自我意识的

过程。透过对立、对抗的过程，周仲铮逐步争取到发展和定义自我的自主权，确立了自己的主体性，她

将名字由“周荃莲”改为表示铁骨铮铮的“周仲铮”就是宣示自主权的一种表现。透过关于对抗性经历

的述说，《小舟》凸显了周仲铮的身份追求，树立了独立、勇敢、具有自由意识与反叛意识的自我形象，

建构起打破既有文化传统下女性身份标签的新身份。 

3. 不同时空下的“我” 

自传书写是以自我为轴心展开的，但这里的自我并非单一的、直线的、平面的，而是多个层次的自

我在时间与空间的移动中相互对话、交涉、凝视，并接受公众的论断([7], P.82)。下面，笔者将以私人领

域的“小我”与公共领域的“大我”、“现在的我”与“过去的我”之间的互动与对话为例，分析周仲

铮自传书写中不同时空下的“我”。 

3.1. “大我”与“小我” 

一般而言，男性自传主要通过传主在政治、军事等公共领域的经历来建构自我及反应所处的时代，

而长期以来，女性则被困在私人领域，“女性要写自传必须进入公共的、知性/精神的话语领域，也就是

说，在历史上，她必须越过将女性生活定义仅局限于私人生活这一文化准则”([8], P.273)。因此，私人领

域的“小我”和公共领域的“大我”之间的关系对于考察女性自传中的身份建构尤为重要。 
首先，《小舟》继承了女性自传的书写传统，注重私人领域的书写，并倾向于通过自我与他人的关

系来反思、建构自我。周仲铮在自传中详细回顾了自己的家庭生活，与家人共同的生活经历、与家人的

关系、兄弟姐妹的个人命运是她关切的核心。她首先将自己以女儿、姐妹的身份置身于家庭生活领域中，

通过父母的婚姻关系、自己与父母间的代际关系、与兄弟姐妹的同辈关系来展现自己的成长环境，描写

与解读个人的发展过程。 
其次，《小舟》在“五四”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的时代背景下表现个人的历史，记录了女性打破私

人领域的局限、进入公共领域的尝试。周仲铮在《小舟》中译本后记中将自己称为“一个过渡时代的人”

和“五四运动的产儿”([4], P.273)。这说明她在自传书写中不仅从家庭关系出发定义自我，还在更加广泛

的时代背景下阐释自我。周仲铮叛逃家庭并最终赴法留学的经历是近代社会女性突破私人领域的局限、

在公共领域争取发展空间和自由的一个范例。她在自传中特别强调，《新民意报》、《女星》等提倡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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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近代报刊媒体在她的抗争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启蒙作用，而她离家出走的事件经过媒体报道又激

发了社会对女性解放的广泛讨论。时代思潮对周仲铮的个人发展和个性形成产生深刻影响，同时她个人

的奋斗经历又成为时代记忆的一部分，参于塑造了时代话语。由此可以看出，周仲铮的自传将个人命运

与社会历史的发展融合起来，既反映了中国新旧时代交替时期独特的社会风貌，又记录了个体在历史大

潮中对人生意义的求索，从而将“小我”与“大我”的统合起来。 

3.2. “现在的我”与“过去的我” 

周仲铮在《小舟》中按照时间顺序追述了自己从出生到青年时代的成长经历，但作者并非单纯地“再

现”过去，而是从“现在的我”的立场出发重新诠释“过去的我”。《小舟》中的“我”既是现时自传

文本的叙述者，又是历史中的被叙述者，两者在自传书写中统合于一体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裂解，“现在

的我”审视着“过去的我”，与其进行或公开或隐蔽、或直接或间接的对话。在此过程中，作者选择哪

些事件呈现“过去的我”以及从哪些角度叙述，本身已经构成一种论述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作者

对于自我及周边世界的认知([5], P.189)。 
作者在《小舟》中非常细致地回顾了自己所在的大家族的日常生活，包括家庭的组织结构、生活规

范、礼仪习俗、婚丧寿考等方面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展现大家族的生活形态时，并不刻意炫

耀曾经的奢华生活，也未有意拔高立场，对大家族的守旧作过多批判，而是描写了种菜、养蚕、游戏、

家庭诗会、游园、会客、纳凉等诸多充满情趣的家庭生活片段。占据作者回忆主流的不是大家庭生活中

的排场与矛盾，而是父母子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平常而温暖的场景。虽然《小舟》塑造了一个与家庭

抗争的叛逆的自我形象，但作者在自传中将自己激烈的抗争经历温和化了，较少渲染守旧的父辈与激进

的子辈之间的矛盾，避免对两代人冲突的正面描写，而是着力刻画父母在新思想冲击下的茫然与困惑，

在面对子辈抗争时的震怒与失落，以及最终因爱而妥协的无奈。总的来看，作者创作自传时并不是单纯

地从新时代的视角去批判传统家庭的因循守旧，而是写两代人之间的亲情与含蓄的爱，写两代人因思想

不同而无法互相理解的痛苦与无奈，使整部作品成为关于家园的温暖回忆。 
周仲铮年少离家，远航欧洲，留学法国、荷兰，最后定居德国。在德国创作《小舟》时，她已经离开

中国三十多年。书名“小舟”一方面指代周仲铮本人，因为她在南开大学学习期间常被同学叫做“小周”，

“小舟”和“小周”同音。另一方面，小舟是她对于自己当下境遇的形象比喻，栖身国外、历经艰辛的她

如一只风浪中的飘摇的小舟。作者青少年时期在固守男尊女卑传统的家庭中固然承受许多痛苦，甚至一度

叛逃家庭，但在如小舟一般漂泊多年后，家庭记忆经过作者的筛选、重组与诗化，滤去了苦痛，成为美好

的眷恋。家庭回忆使现在身处德国的“我”与过去在天津家中同父母兄妹共同生活的“我”相互交涉，如

纽带一般将“现在的我”与遥远的故乡联结起来，为远离故土的“我”提供了重要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周

仲铮在第一章开篇的短诗中写道：“母亲，要知道，我虽身在远方，却依然活在你的心里。母亲，我希望

一旦归来，你仍将我喜爱”([4], P.1)。正因为对故乡的眷恋与对父母之爱的怀念，作者在展现家庭关系时

没有像习见的描写“五四”时期的作品那样将父辈与子辈置于压迫与被压迫的对立关系中，她笔下的父母

不是顽固不化的旧思想代表，“过去的我”不是大无畏的女英雄形象，“我”与父母都是在时代和自己身

份限定的空间内挣扎着渴望亲情的普通人。时过境迁之后，“现在的我”已经可以理解父母当时的处境，

与曾给自己带来痛苦的家庭达成和解，父母给予的温暖和爱成为故乡记忆中最无法割舍的一部分。 

4. 异质文化语境下的身份书写 

德国汉学家顾彬指出：“现今国际图书市场所谓的新趋势，即中国作家用外文写作，追忆自己在中

国的青年时代，实际上早已有一位先行者：定居波恩的艺术家周仲铮”([9], P.236)。作为海外华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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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仲铮远离故土多年，长期处在异质文化的包围中，但她在中国长大，她的父母按照孔子的规矩教育子

女，家塾中教授中国传统的文化典籍，中国文化的基因根植于血脉深处。于是在她脱离文化母体，与西

方文化碰撞和遭遇，自己的文化身份因为身处东西方文化之间而无法定位时，沉积在记忆深处的中国文

化基因就会自然显现，书写自己在故乡生活的经历成为寻求和确认自己文化身份的一种方式。周仲铮在

晚年的回忆文章中提到自己最初进行写作并非有志于文学创作，而是因为当时她远在德国，归日无期，

为了怀念，才开始写自己在中国的童年和青年时代([10], P.74)。自传以回顾性的视角来建构个体的生命历

程，但其立足点和出发点还在于当下的自我。对于长期远离故土的周仲铮而言，自传不仅重绘了自己成

长和发展的轨迹，更重建了自己与中国文化失落的联系。在异质文化语境下自我表达、自我确认的需要

成为她写作自传的重要动机，同时影响了叙述语言的选择。《小舟》有大量的对中国传统文化、建筑、

饮食、家族制度的描写，记录了“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历史的变迁，而中国故事要进入德国读者的视野，

就需要采用当时社会主流的写作语言，即德语。如此，周仲铮内心对故土文化的情感才有可能被德国读

者理解，作为海外华人自我表达与认同的声音才能更好地被听到。 
周仲铮不仅是身负东西方双重文化传统的华人作家，同时还是成长于男尊女卑的中国传统家庭的女

性作家。较之于男性作家，女性作家更多了一层传统和观念的枷锁。传统的女性自传批评认为，一般大

众期待男性比女性更有施为能力。女性的生活常常没有公共空间，没有机会缔建丰功伟业，因而女性提

笔写自传时，往往自惭形秽([11], P.134)。周仲铮作为欧洲世界中的华人和中国男性世界中的女人，在文

化和性别的社会构成中均处于边缘地位。在双重压抑之下，反抗是必然的，而周仲铮的自传写作就成为

一种极有意义的反抗行为，是对自己在性别和文化上双重边缘身份的挑战。因为她的自传将被历史淹没

的海外华人女性的成长史和个人经验引入读者的视野，在边缘中发出了自我维护与自我确认的呼喊。对

海外华人女作家这一身负双重枷锁、处于双重边缘的特殊群体而言，这种自传写作能以文本的形式再现

个人历史，反抗社会现实，因而是一种有效的自我主体的认定，使她们能够以写作的方式证明自我，获

得身份认同。 

5. 结语 

综上所述，作者通过安排童年家庭生活和青年反叛经历两方面的自传事实，在《小舟》中塑造了勇

于反抗传统性别观念、追求独立与自由的自我形象，并将个人历史中的“小我”与时代记忆下的“大我”

相结合，呈现了女性个体在“五四”时期的奋斗与挣扎。文本中这一自我形象的建构又映射出作者海外

华人女性的身份和境遇。多年的异国漂泊后，家庭给“过去的我”带来的痛苦淡出记忆，留下的是对家

庭温暖和中国文化的无限怀念与眷恋。作为生活于西方社会的华人女性，作者在社会的文化和性别构成

上处于边缘地位。在这一特殊境遇下，自传书写成为异质文化语境中自我表达、自我认同的尝试，是作

者对自己边缘身份的一种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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